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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优势研究：理论逻辑与前景展望∗
∗

欧阳峣　 袁　 礼　 汤凌霄

内容提要：市场规模优势是大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并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客

观基础。 市场规模优势研究源于斯密提出的“市场范围假说”，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经济学家

按照“市场规模优势的绩效—培育市场规模优势—发挥市场规模优势”的线索进行了长

期探索：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等为基础，国内外研究从内循环和外循环双

视角探析市场规模优势的绩效，采用理论模型和经验数据论证技术进步、出口贸易和生

产率中市场规模效应的存在性及作用机制。 在此基础上，围绕中国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

展的典型事实，中国学者开辟了研究市场规模优势的新道路，即探索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和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机制，培育中国经济增长新优势和国际经济竞争新优势。 围

绕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深入分析和理论拓展，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可能成为中国经济

学研究的边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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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
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

见》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要“加快建设高效规

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 这就明确揭示了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国情变化的新特点，提出了培育经济增长新优势的总体思路。 首先，中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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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形成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 我国有 １４ 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 １ 万美元，是全球最

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增长空间。 根据国情变化的新特点，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

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 其次，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简称“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 畅通国内经济

大循环和联结国际经济大循环，需要构建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这有赖于形成强大的国

内市场，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显然，发挥市场规模优势是构建新发展格

局和打造经济发展新优势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系统地梳理市场规模优势研究的理论逻辑和基本观

点，将为我们深刻地理解新发展格局和经济增长新优势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必须实现内部可循环，并且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支撑带

动外部循环（刘鹤，２０２０）。 正是立足大国经济的这一特征，中国依托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和国土面

积广阔等特点，以及近年来统一程度不断提高，规模庞大、供求多元的国内市场，形成了市场规模

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２０２０）。 市场规模优势具体是指具有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和规

模，能够激励技术创新，吸引要素资源，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集聚，推动高水平开放，通过内循环

和外循环推动经济增长。 大规模国内市场能够形成创新激励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空间集聚效应

和本地市场效应，这些都是市场规模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市场规模优势研究关注的焦点

问题。
追溯市场规模优势的理论渊源，早在 １７７６ 年，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阐述市场规模对于

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

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即“市场范围假说”。 该假说强调交换能力和市场规模的大小决定分工

的精细化和专业化强度，并影响规模经济程度。 在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市场规模通过深化分工和

提高专业化程度推进经济增长。 而杨格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市场范围假说”，将企业内分工拓展

到企业间分工，并指出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也取决于劳动分工，二者互相影响和

促进，形成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Ｙｏｕｎｇ，１９２８）。 以 Ｒｏ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ｄａｎ（１９４３）和 Ｍｕｒｐｈｙ 等（１９８９）为
代表的“大推进”理论，强调市场规模是影响投资和生产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 新古典经济学从规

模报酬递增视角解释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马歇尔提出市场规模的扩张可通过知识溢

出效应、中间投入品共享效应和劳动力蓄水池效应带动产业集群，形成外部规模经济（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１８９０）。

由于规模经济意味着不完全竞争市场，如何在新古典框架下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

市场的融合成为理论难题。 Ｄｉｘｉｔ 和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７７）首次将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市场模型化，为
规模经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数理基础，继而推动市场规模优势的理论进展，并形成两条研究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诠释创新过程中规模经济的有效性，研究内循环中人口规

模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长期影响；第二条研究主线是以新贸易理论的“本地市场效应”（Ｈｏｍ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①为基础，在外循环中探析本地市场规模对分工和出口的影响，并进一步考虑要素

的跨区域流动和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特征，识别、分解集聚效应、选择效应和群分效应对大规模市场

生产率优势的作用。 两条研究主线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不仅丰富了市场规模优势的理论基础和

经验支持，而且勾勒出了市场规模优势理论的发展脉络。 同时，随着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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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以翻译为“本地市场效应”“本土市场效应”或“国内市场效应”。 钱学锋和梁琦（２００７）在一个系统的文献综述中指出

翻译成“本地市场效应”适用范围更广，笔者认可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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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效应的显露，国内学者探讨了中国经济的市场规模，分析了市场规模优势发生作用的机制。 纵

览国内外文献，关注市场规模优势的研究卷帙浩繁，考虑到这一问题是需求引致创新理论、内生增

长理论、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新新贸易理论和新新经济地理理论等长期关注的焦点，而
这些理论也奠定了市场规模优势的研究基石，因而本文主要基于内循环和外循环，从技术创新、出
口贸易、产业集聚和生产率等角度对市场规模优势研究进行归纳总结。

本文按照“市场规模优势的绩效—培育市场规模优势—发挥市场规模优势”这一思路，梳理市

场规模优势研究的演进逻辑。 第二部分回顾自需求引致创新理论以来，内生增长理论中规模经济

效应的演进轨迹，从内循环视角阐述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三部

分以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为基础，基于外循环视角阐述开放经济下本地

市场效应的发展脉络，并从集聚效应、选择效应和群分效应等多重视角诠释市场规模对生产率的

作用机制。 第四部分阐述如何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培育市场规模优势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最后是

总结性评论及未来研究展望。

二、 国内市场规模、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１９６３）提出假说，认为在一个大国中，研究和开发可能产生更大的收益。 在创新概率

相同的条件下，针对广阔市场规模所进行的技术创新更能够获得高额利润，技术进步天然朝向大

规模市场，而规模经济也几乎成为所有创新增长模型的重要特征。
（一）需求引致创新理论

基于市场销售量与发明专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Ｓｃｈｍｏｏｋｌｅｒ（１９６６）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

上，提出“需求引致创新”理论。 创新是一种受市场驱动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市场需求对技术创

新和技术进步存在较强的正向影响（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和 Ｓｃｈｍｏｏｋｌｅｒ，１９６３）。 市场需求规模扩张对创新及

经济增长的正向激励作用也在行业经验研究中得到验证（Ｚｈａｎｇ 和 Ｎｉｅ，２０２１）。 但这支研究因缺乏

微观理论基础而难以刻画市场规模对创新的作用机制，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则为解决该难题提供

了微观理论框架。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Ｌｉｎｎ（２００４）以内生化技术进步为基础，构建数理框架诠释市场规模

通过利润驱动机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即市场规模越大，则从事创新的利润越大，利润驱动下企业

进行研发活动的动机越强。
（二）内生增长理论：规模效应

肇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的内生增长理论将规模报酬递增融入经济增长框架下，从供给视

角诠释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规模效应。 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０）为规模报酬递增的数理模型化做出

了开拓性贡献，指出知识非竞争性使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性，强
调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企业家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作用，并引入线性知识生产函数。 他指出，新知

识的生产存在正向的外溢效应，知识存量的积累能够提高研发生产率。 知识存量的增长率和经济

增长率是人口规模的增函数，人口增长将导致经济体出现爆炸式增长。 可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形下，经济体的人口数量越多，人力资本规模越大，知识存量和经济增长就越快。 大规模经济体

的增速超过小规模经济体，呈强规模效应。 这一强规模效应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在投入研发

的人力资本份额不变的条件下，若经济体人口越多，则从事研发的人力资本规模越大，技术创新成

功率越高，技术进步率和经济增长率越快；二是经济规模越大，通过创新获得的垄断利润越高，企
业发现新知识的动机越强，技术进步率越高。 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０）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基于 Ｄｉｘｉｔ 和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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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７）的垄断竞争框架，以产品种类增加刻画技术创新的，新产品出现不会导致旧产品的淘汰，且
能扩大市场规模。 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１）则将创新诠释为高质量新产品对低质量旧产品

的替代，创新会引导垄断利润流向创新企业，带动企业动态更迭。
上述第一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知识生产函数的设定受到了实证研究的质疑，即研发投入的

人力资本呈指数型增长，但生产率增长却基本保持稳定。 １９５０—１９８７ 年，美国从事技术创新的科

研人员由 ２０ 万人增长至 １００ 万人，但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产出却并未出现明显增长，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 ＯＥＣＤ 国家也出现类似现象（Ｊｏｎｅｓ，１９９５）。 这一现象在美国产业层面的经验研究中亦得

到验证（Ｎｇａｉ 和 Ｓａｍａｎｉｅｇｏ，２０１１），Ｂｌｏｏｍ 等（２０２０）基于产业、产品和企业等多维度证据，发现研发

投入大量增长，研发生产率反而出现急剧下降趋势，新知识的发现越来越难。 针对强规模效应的

质疑，Ｓｅｇｅｒｓｔｒｏｍ（１９９８）等发展了第二代半内生增长理论，设定知识存量的边际生产率递减，即相同

数量的研发人员投入，生产的新知识减少，新知识发现的难度递增。 为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研发投

入必须持续增加，而均衡稳态下研发投入占总人口的比重恒定，人口增长率是影响长期增长的重

要因素。 正是由于新知识的发现难度递增，知识存量的增长率是经过参数平减后的总人口增长

率，而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取决于人口规模增长率和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
对比两代内生增长理论，第一代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人口规模扩张带来的研发投入增加将使经

济体爆炸式增长。 第二代半内生增长理论则通过引入新知识发现难度递增的特征，克服人口增长

率引发的爆炸式增长问题，使强规模效应被弱规模效应取代，人口规模仅影响人均收入水平，不改

变其长期增长率，而经济规模越大则长期人均收入越高。 但若设定新知识发现难度递减，则即使

在人口增长停滞条件下，也可能出现爆炸式经济增长，如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导致经济奇点的出现

（Ａｇｈｉｏｎ 等，２０１８）。 实证研究多支持第二代半内生增长理论对知识生产的设定（Ｂｌｏｏｍ 等，２０２０）。
第二代半内生增长理论验证，规模效应存在的关键并非在于线性知识生产函数，人口规模的

增长与知识的非竞争性相结合才能维持人均收入持续增长（Ｊｏｎｅｓ 和 Ｔｏｎｅｔｔｉ，２０２０）。 但该理论发

现中长期增长率与人口规模增长率成比例变化，却不受研发投入的影响，这一结论仍备受争议：一
方面，实证证据显示经济体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的相关性不强，原因可能在于知识的跨国和跨区

域流动性，而如何界定知识流动的边界有待回答；另一方面，尽管第二代半内生增长理论仍强调知

识非竞争性造成的市场失灵，但长期增长率不受研发投入影响，研发支持政策难以影响经济增长

率的结论也与经验事实不符。
为解决第二代半内生增长理论与经验事实不符的问题，Ｙｏｕｎｇ（１９９８）等提出第三代熊彼特完

全内生增长理论，同时考虑产品种类增加和质量提升两类创新，设定产品种类和企业数量是人口

规模的增函数，而产品质量提升则与研发投入相关，研发支持政策可促进产品质量提高。 他们发

现人均收入的增长率最终取决于产品种类增加和质量提升两类创新的速率。 产品种类是人口数

量的增函数，而产品质量提升的速率随研发投入增加而提高，存在正向的外溢效应。 长期经济增

长率取决于研发投入占总人口的份额。 一方面，该模型将研发投入分摊至不同类型的产品上，而
产品种类与人口规模同速增长，故能够以产品种类增加平滑人口规模增加引发的研发投入增长，
避免第一代内生增长理论中人口规模增加导致的爆炸式增长；另一方面，该模型能克服第二代半

内生增长理论中的“半内生性”问题，其完全内生性特征使研发支持政策可通过提高研发投入份额

推动长期经济增长。 但第三代熊彼特完全内生增长理论的缺陷在于：其一，该模型仍依赖线性知识

生产函数才能刻画长期经济增长并避免爆炸式增长；其二，人口增长率依然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重

要因素，这仍受到强烈质疑，研究也尝试修正相关假定，以获得与经济事实相吻合的模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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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规模影响技术进步的有效性检验

不仅人口规模影响技术进步的经验研究推动了内生增长理论的演进和更迭，检验技术进步和

经济增长过程中规模效应的有效性亦是研究的焦点（Ｂａｒｒｏ 和 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５）。 中国学者结合

中国经验数据，探讨国内市场规模引致技术创新的机制。 范红忠（２００７）根据 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０）关于新

技术的产生是在市场利益驱动下追求赢利结果的思路，提出“有效需求”规模假说，从研发成本和

市场结构的角度，实证检验了市场规模引致技术创新的动力作用。 徐康宁和冯伟（２０１０）提出基于

本地市场规模效应的技术创新道路，即内生于本地市场并通过合作创新形成中国企业的创新能

力，它适用于大规模制造的现代企业。 周怀峰（２００８）则遵循马克思关于市场竞争是改进技术和提

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的思路，主要从竞争激励的角度分析了国内市场规模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刘

志彪（２０１２）认为国内市场规模可以形成吸引创新要素的“虹吸效应”，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市场规

模越大的区域拥有吸引创新要素集聚的基础设施越多，品牌效应越强。 欧阳峣和汤凌霄（２０１７）从
总结中国创新道路及其经验入手，分析了庞大市场规模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并通过比较中国、美
国、韩国与新加坡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的数量，论证大国技术创新的市场规模优势。

总之，超大规模性具有丰富的内涵，市场规模能够通过需求侧和供给侧共同作用于技术创新

（欧阳峣、汤凌霄，２０１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２０２０）。 需求引致创新理论从需求侧阐述了

创新过程中的规模优势，以总量销售收入表征市场规模的大小。 而内生增长理论侧重从供给侧剖

析研发的市场规模优势，以人口规模表示经济体的市场规模。 但在协调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推动理论发展的同时，内生增长理论过多地讨论模型的建模技术设定，而忽视了市场对技术创新

的反馈效应。 事实上，供给与需求应相互作用形成动态均衡关系，一方面以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

牵引创新技术供给，另一方面提高创新能力以适应和创造市场需求。 整体而言，现阶段研究创新

市场规模优势的理论需要一个统一的框架，既要能考察和分离不同内涵的市场规模对创新的异质

性作用机理，也要能体现市场需求对新技术的响应和反馈。

三、 国内市场规模、出口模式和生产率提升

规模效应对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分工和出口模式具有重要影响，以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０）等为代表的

新贸易理论从国际贸易视角解释规模效应引起的人均收入分化，指出实际的人均收入随经济规模

扩张而增加（Ｒａｍｏｎｄｏ 等，２０１６）。
（一）新贸易理论：本地市场效应

新古典贸易理论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强调要素禀赋的差异既是比较优势的

重要来源，也决定着贸易模式，但难以解释不断增长的产业内贸易规模。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０）构建了新

贸易理论框架，最早提出“本地市场效应”来阐述经济规模对贸易和专业化模式的影响。 他在 Ｄｉｘｉｔ
和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７７）多样性偏好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设定各类产业中包含多类产品，产品生产成

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常数边际成本，生产呈规模报酬递增特征；同时，引入冰山运输成本，即产品在

运输过程中将“融化”一部分，融化的部分即为运输成本。 研究发现，在具有运输成本和规模报酬

递增的世界中，一国将专业化生产国内市场需求相对较大的产品，并成为该产品的净出口国。
Ｈｅｌｐｍａｎ 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５）将垄断竞争贸易框架嵌入比较优势的完全竞争贸易框架，在要素价格

和商品价格均等化条件下实现二者的完美融合。 在两国、两部门和单一生产要素框架下，他们分

别设置了同质化、规模报酬不变的完全竞争部门和差异化、规模报酬递增的垄断竞争部门，将 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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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下层差异化产品效用函数嵌入 ＣＤ 型上层两部门产品效用函数，再次验证了本地市场效应，即一

国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将使其成为垄断竞争部门产品的净出口国，同时进口完全竞争部门产品。
由于本地市场效应的理论框架建立在偏好、市场结构、同质性产品、两个国家和要素价格均等

化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上，这些假设的调整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本地市场效应的稳健性仍值

得探究。 为此，理论研究从同质性部门、贸易成本、异质性企业、跨国公司和多国框架（Ｂｅｈｒｅｎｓ 等，
２００９；Ｃｒｏｚｅｔ 和 Ｔｒｉｏｎｆｅｔｔｉ，２００８；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等多重视角修正和放松模型假设，探析本地市场效应的

存在条件。 尽管本地市场效应的稳健性仍存在争议，但运输成本和规模报酬递增是该效应存在的

基本条件。 在规模报酬递减条件下，国内市场对某一产品的较大需求将使该国成为产品的净进口

国（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０），这也为实证层面检验各类贸易理论和本地市场效应的适用性提供了可行

路径。
具体而言，经验研究主要通过两类方法检验本地市场效应是否存在。 第一类方法发端于 Ｄａｖｉｓ

和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３），检验跨国、跨地区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的相关性，并在回归方程中引入要素禀

赋变量，分离市场规模和要素禀赋对贸易模式的影响，识别本地市场效应是否存在。 应用这一方

法解释贸易结构的经验研究显示，本地市场效应对国际贸易模式的影响有限，对区域贸易模式的

解释力较强（Ｃｒｏｚｅｔ 和 Ｔｒｉｏｎｆｅｔｔｉ，２００８）。 其原因可能在于不同国家贸易成本、技术水平和要素价格

存在较大差距。 同时，该方法直接应用多国多部门经验检验两国、两部门理论，势必造成估计结果

偏误。 为此，研究者尝试构建多国数理框架，考虑国内市场需求和外部市场准入性，重新检验本地

市场效应的有效性（Ｄａｖｉｓ 和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３）。 该方法的缺陷在于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冲击的相

关性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非一致性。
第二类方法是利用引力模型估计和对比不同行业产品的出口收入弹性，以检验本地市场效应

是否存在。 若价格加成和贸易成本高的产品出口收入弹性大，则验证本地市场效应存在。 但采用

总量数据估算引力模型，跨产业变量缺失将导致其难以准确识别双边贸易中的本地市场效应。 为

此，Ｈａｎｓｏｎ 和 Ｘｉａｎｇ（２００４）采用倍差引力模型，选择具有相同贸易成本的国家作为研究样本，将产

业分为高运输成本、强规模经济和低运输成本、弱规模经济两大类，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在高运输成

本行业中更显著。 引力模型不仅可用于解释制造业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也适用于诠释服务业的本

地市场效应。
沿着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思路，国内学者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本地市场规模影响出口贸易的

机制。 钱学锋和梁琦（２００７）将本地市场效应解释为“在一个存在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世界中，
那些拥有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并在回顾本地市场效应理论背景的基础上，
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它的理论模型和经验证据的新近发展，从而为国内学者开展国内市场规模效应

的研究提供了条件。 最初的研究主要是证明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和差异性。 张帆和潘佐红

（２００６）使用 Ｋｒｕｇｍａｎ 模型和 Ｄａｖｉｓ 模型，运用中国各省市主要产业的生产、需求和资源禀赋资料，
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在影响中国地区生产和贸易的类型上起着显著作用。 黄玖立和李坤望（２００６）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地区市场规模和出口开放程度显著地影响各省区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 因

此，在控制市场规模因素的条件下各省区呈现明显的收敛趋势。 同时，市场规模效应在不同地区

和产业间的表现有所区别。 邱斌和尹威（２０１０）通过细分贸易模式，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在一般贸易

中比在加工贸易中更为显著，制造业的行业开放度、贸易结构和空间集聚程度可以影响本地市场

效应的发挥。
后来的研究侧重于本地市场效应影响出口贸易的机制分析。 易先忠等（２０１４）分析了制度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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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发现制度环境高于门槛值时，国内市场规模扩张促进出

口产品结构多元化；而低于门槛值时，国内市场规模扩张则导致更加集中的出口产品结构。 毛艳华

和李敬子（２０１５）在产业垂直关联下构建两国框架的服务企业贸易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生产性服

务业具有本地市场效应，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本地市场效应高于资本密集型服务业。 刘志彪

（２０１２）提出中国第二波全球化战略将是在扩大内需条件下的深化全球化，即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
通过开放和挖掘本国的市场，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 戴翔等（２０１７）分析了发展中国

家本地市场规模扩大诱发的价值链高端生产环节的梯度推移，提出要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增值环节

区位配置的“市场需求”作用机制，将本土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二）新经济地理理论：大规模市场的集聚效应

在本地市场效应的框架下，不存在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跨区域转移，因而市场规模被视作外生

变量。 新经济地理学考虑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实现市场规模的内生化，对该问题做出了开创性贡

献，也拓展和延续了新贸易理论，为本地市场效应奠定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本地市场效应可引

导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变化趋势、均衡状态和产业生产率提升具有较强的

解释力，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 Ｋｒｕｇｍａ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１９９５；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 ）。 以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中心外围模型为代表，在两部门、两地区和两要素框架下，设定农业部门为完全竞

争部门，采用非自由流动要素进行生产；工业部门为垄断竞争部门，采用自由流动要素进行生产。
一方面，大规模市场能够促进产业集聚，生产更多差异化的产品类型，使价格指数降低，从而提高

当地的实际工资水平，生活成本效应使劳动力向大规模市场转移，循环积累形成向心力，即市场规

模效应；另一方面，大规模市场形成的产业集聚将强化价格竞争，劳动力规避竞争形成离心力，即
市场拥挤效应。 两类效应的权衡决定了大规模市场能否形成产业集聚，以及本地市场效应的

强弱。
新经济地理学清晰地解释了大规模市场形成产业集聚的微观机理，为经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

石（Ｃｉｃｃｏｎｅ 和 Ｈａｌｌ，１９９６）。 实证研究通过估算生产率对集聚经济的弹性系数，验证市场规模对生

产率的正向影响源于集聚效应（Ｃｏｍｂｅｓ 等，２０１２）。 集聚效应对企业生产率形成的正向外部性源

于同一产业内部和不同产业经济活动的集聚，前者称为“本地化经济”，而后者则是“城市化经济”
（Ｆｕｊｉｔａ 和 Ｔｈｉｓｓｅ，２０１３）。 本地化经济能利用大规模市场中密集的劳动力市场，使企业根据市场变

化调整劳动力需求，改善技能劳动与岗位的匹配机制；同时，各企业的技能劳动者交流生产经验和

技术，可增强技术溢出效应以提高生产率。 Ｃｈａｎｅｙ 和 Ｏｓｓａ（２０１３）引入有序性任务构成的生产函

数，发现市场规模扩张可以强化劳动力市场的深度分工，提高企业生产率。 而城市化经济则强调

不同产业在大规模城市所产生的集聚。 经验研究尝试分离本地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对集聚效应

的贡献，发现本地化经济的贡献率较强，但城市化经济在轻工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中更为显著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Ｐｕｇａ，２０００）。
（三）新新贸易理论：本地市场效应的再讨论

新贸易理论虽然能够解释要素禀赋结构相似国家之间大规模的产业内贸易，但对称性假设却

忽视了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差异对出口的影响。 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实证研究由宏观产业走向微观

企业层面，并非所有的企业都存在出口行为，出口企业的规模和生产率远超非出口企业这些经验

事实逐渐得到关注（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２００４）。 为此，新新贸易理论尝试构建存在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

争理论框架，解释企业出口行为和特征，诠释出口选择效应 （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Ｍｅｌｉｔｚ 和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２００８）。 在具有异质性企业的动态产业模型下，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演绎了国际贸易对产业内资源配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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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开展贸易将导致高生产率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资
源向高生产率企业流动，这成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奠基石。 在异质性生产率和固定出口成本的假设

下，本国市场规模越小，出口国的市场规模越大，从事生产但不进行出口的企业占比就越低，而出

口企业数量占比越高。 这也为理论和实证层面纳入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和出口对企业的筛选作用，
重新讨论本地市场效应的强弱提供了研究思路。

Ｏｋｕｂｏ（２００９）将异质性企业框架融入连续部门的比较优势模型，发现贸易模式源于比较优势，
但工资率却与市场规模呈比例变化，从工资层面验证了本地市场效应。 在异质性企业模型下，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２０１０）进一步引入内生化市场准入成本，基于此，Ｅａｔｏｎ 等（２０１１）结合法国数据校准参数

拟合模型，发现若制造业产品国内需求增加一倍，则其价格指数将下降 ２０％ ，验证了本地市场效

应。 Ｅｒｈａｒｄｔ（２０１７）进一步考虑两类差异化产品部门，演绎出口选择通过工资机制对本地市场效应

的影响，发现产品差异化程度低的部门具有更强的本地市场效应。 有别于新贸易理论的企业同质

性假设，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下，产品替代弹性与市场规模效应具有正相关关系。
正是由于 ＣＥＳ 效用函数下价格加成与市场规模不相关的假设与现实经验数据相背离，Ｍｅｌｉｔｚ

和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２００８）将供给侧和需求侧特征相融合设定贸易模型，进一步引入市场规模对企业生产

率均衡分布的影响以实现可变价格加成的内生化，发现市场规模扩张可通过增加产品种类，提高

企业生产率，降低价格加成等方式扩大企业生产销售规模，提高企业利润，并降低企业进入成功

率，进一步加剧市场竞争程度和强化选择效应。 Ｍａｙｅｒ 等（２０１４）发现大规模出口市场中竞争更为

激烈，引致价格加成下降。 市场规模变化将同时影响产品总需求和市场竞争程度，经济一体化使

市场规模扩张，市场竞争程度提高。 这对不同企业存在异质性影响，形成市场再配置效应，使高生

产率企业降低价格加成和提高市场份额，低生产率企业难以存活并退出市场，最终导致产业生产

率提高（Ｍｅｌｉｔｚ 和 Ｔｒｅｆｌｅｒ，２０１２）。 Ｆｅｌｂｅｒｍａｙｒ 和 Ｊｕｎｇ（２０１８）发现当国内贸易成本与市场规模呈正

相关关系时，市场规模对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将被削弱。 他们指出，大规模市场的企业平均生产率

水平较低，但也拥有更多可供使用的要素投入类型，可通过选择效应和工资效应影响生产率，外部

规模经济程度决定两类效应的强弱，即大规模市场对生产率的总体影响，以实现数理模型与实证

结论的一致性。
（四）新新经济地理理论：大规模市场的选择效应和群分效应

新经济地理学在垄断竞争框架下考察大规模市场通过集聚效应对生产率的正向影响，难以刻

画市场规模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异质性影响，以及市场规模与不同生产成本企业的相互影响。 而

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为这支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新经济地理理论将异质性企业融入新经济地理

理论，阐述异质性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对生产率的内生作用机制，即“选择效应”：大规模市场的竞

争加剧将导致企业优胜劣汰，仅高生产率企业才能存活，低生产率企业将退出市场或退向规模较

小的市场，这一内生选择机制也形成大规模市场的生产率溢价（Ｍｅｌｉｔｚ 和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２００８）。 正是由

于低生产率企业为规避竞争而退向小规模市场的动机更强，企业异质性可能增强市场拥挤效应；
但也不乏研究发现企业生产率分化可通过自选择效应提高出口企业比重，从而形成经济活动集聚

（Ｇａｓｐａｒ，２０１８）。
可见，市场规模可通过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影响企业生产率（Ｂｅｈｒｅｎｓ 等，２０１４），若采用回归

方程估计两类效应对生产率的影响，内生性可能会造成估计偏误。 Ｃｏｍｂｅｓ 等（２０１０）采用工具变

量法避免集聚效应与生产率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分离选择效应对生产率的影响，结果生产率对集

聚程度的弹性系数明显下降，暗示大规模市场确实通过选择效应对生产率提升发挥作用。 但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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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难以直接估算选择效应对生产率变化的贡献，如何准确估算、识别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对大规

模市场生产率的贡献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 识别两类效应对生产率贡献的主流方法是根据企业

生产率和边际成本分布，测算其均值、方差和分位数，判断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贡献。 当大规模

市场通过集聚效应正向影响生产率时，作用对象为所有企业，因而生产率分布将向右平移；而当市

场规模通过选择效应作用于生产率时，低生产率企业为规避竞争退出市场，企业生产率的分布将呈现

左截尾特征。 各国的经验研究验证了大规模市场的高生产率水平源于选择效应（Ｃｏｍｂｅｓ 等，２０１２）。
近年来，这支文献关于异质性的讨论不再局限于企业生产率和生产成本，逐渐开始向企业产

品质量、居住区位、劳动力技能等方向拓展（Ｆｕｊｉｔａ 和 Ｔｈｉｓｓｅ，２０１３）。 特别是考虑企业生产率和劳动

力技能的异质性，分析群分效应及其对大规模市场生产率的影响，即各类企业和劳动力的区位选

择行为不同，同类企业和劳动力向某类市场聚集并改变生产率水平（Ｆｏｒｓｌｉｄ 和 Ｏｋｕｂｏ，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Ｅｅｃｋｈｏｕｔ 等，２０１４）。 大规模市场的选择效应使高生产率企业向大规模市场集聚以获得更大的市

场份额，而低生产率企业为逃避竞争更有动机迁往小规模市场，由此产生群分效应。 群分效应的

作用方向和强度，可能影响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并进一步强化或弱化大规模市场的生产率优势

（Ｂｅｈｒｅｎｓ 等，２０１４）。 Ｆｏｒｓｌｉｄ 和 Ｏｋｕｂｏ（２０１５）考虑运输成本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发现

中等生产率企业将定位于大规模市场，而高生产率和低生产率企业均选择定位于小规模市场。 虽

然上述研究验证了群分效应将弱化大规模市场的生产率优势，但也不乏研究得到相反结论。
Ｇａｕｂｅｒｔ（２０１８）构建理论框架演绎异质性企业的空间区位选择行为，分析市场规模通过群分效应对

总量生产率和福利的影响，并采用法国企业微观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群分效应对大城

市生产率溢价的解释力超过 ５０％ 。 Ｆｏｒｓｌｉｄ 和 Ｏｋｕｂｏ（２０１４）通过引入产业和企业的异质性固定成

本，发现群分效应是大规模市场生产率溢价形成的主要原因，并选择日本制造业微观数据为样本，
证实了高生产率企业和低生产率企业均选择定位于大规模市场。

整体而言，已有文献对于企业异质性框架下本地市场效应的有效性，以及市场规模正向影响

生产率的条件仍缺乏系统和深入的讨论。 虽然已有研究指出了经济体内部的区域间贸易成本可

能弱化规模经济效应，但少有研究考虑发展中国家制度因素形成的国内市场分割，缺少能够处理

和分解绝对规模、国际贸易成本、国内贸易和制度成本影响规模效应的理论研究（Ｒａｍｏｎｄｏ 等，
２０１６）。 新新贸易理论聚焦于市场规模与价格加成、贸易成本之间的相关关系，但对需求结构影响

的关注不够（Ｍａｙｅｒ 等，２０１４）。 同时，已有研究大多单独考察产业间或产业内需求结构的非位似偏

好，但同时关注产业内和产业间非位似偏好的研究较少（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２０１９）。

四、 国内市场规模、统一市场和新发展格局

根据斯密提出的“市场范围假说”，广阔的市场有利于分工和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水

平。 沿着这个思路，大国需要培育国内统一市场，进而避免市场分割而减弱市场规模优势。 李斯

特（１９２８）认为“大国努力的主要目标总是生产力在国内的结合”，而要实现国家的富强即工业化，
首先必须掌握自己的国内市场。 本塞尔（２００８）分析了支撑 １９ 世纪晚期工业化的发展政策，认为

其中最基本的且构成美国所有发展政策特色的因素是一个维护不受约束的国内统一市场的政治

框架；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６）认为统一而庞大的国内市场是美国 １９ 世纪经济增长的一个独特要素，它同资

源丰富这另一个独特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创造了技术领先优势，从而奠定了美国崛起的基础。
同时，国外学术界对当代中国的国内市场整合趋势做出了两种不同的判断：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１９９９）认

９９



为随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持续推进，国内市场在总体上走向整合；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０）则认为中国改革在

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使国内市场趋于分割，这是渐进式改革和中国式增长的代价。 本文主要

阐述国内学者关于培育国内市场规模、建设国内统一市场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研究。 国内关于市

场规模效应的研究开始于 ２１ 世纪初期（张帆和潘佐红，２００６；黄玖立和李坤望，２００６；钱学锋和梁

琦，２００７），沿着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思路，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本地市场规模如何影响出口贸易

和技术创新。 在此基础上，按照“经济增长动力—扩大国内需求—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建设全国

统一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线索，学者们围绕着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发展，探索怎样形成强大

国内市场和建设全国统一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从而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一）大国市场培育理论：扩大国内需求和建设统一市场

国内市场规模优势是发展中大国特别重要的经济优势，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最重要的资

源。 然而，怎样才能形成和发展庞大的国内市场呢？ 首先，国内市场是依托国内需求形成的，扩大

国内需求是培育庞大国内市场的基本途径。 国内学者的观点，一是通过增加消费和投资需求，形
成庞大规模的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刘伟，２０１６；洪银兴，２０１３；黄群慧，２０２１）；二是通过充分就业

和增加收入，培育有效需求和挖掘市场潜力（沈坤荣、赵倩，２０２０；陈彦斌，２０２０）。 同时，国内学者

从需求侧与供给侧良性互动的视角探索培育国内市场的路径，即提升供给适配性引领创造新需求

的能力。 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目标，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作用。 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

包括数量和结构的相互匹配，需要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通过市场化矫正资源错配机制（方福前，
２０１８）。 二是重塑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增长新动力。 一个具备广阔内部市场的国家在跨越贫困

增长阶段后，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转向国内，应该根据需求转换轨迹调整供给结构（王燕武

等，２０１６）。 三是更好地掌握和利用庞大的国内市场。 供给侧存在结构性问题，使得国内庞大市场

并没有由我们自己掌握，所以要通过供给侧改革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郭
克莎，２０２２）。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区域市场分割问题，使如何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成为学术界研究

的重点，探讨的主要内容有四个问题。 （１）理论逻辑。 有两种讨论视角，第一种是从扩展市场范围

的角度分析，认为构建国内统一市场有利于培育和扩大国内市场规模，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

础支撑（欧阳峣，２０１９）。 第二种是从降低交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角度分析，认为建设国内统一市

场能够破除各种市场壁垒和贸易壁垒，提升交易效率，降低经济运行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刘秉镰和

朱俊丰，２０１８；刘志成，２０２２）。 （２）分割程度。 吕冰洋和贺颖（２０２０）采用价格法系统测算各城市的

商品市场分割程度，并分析了影响商品市场分割的地区因素。 刘秉镰和朱俊丰（２０１８）利用省际面

板数据分析区域市场分割的影响因素，考察了空间邻近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３）阻碍因素。 多数

学者从体制机制的角度分析，如刘志彪（２０２２）概括为纵向政府治理因素、横向政府治理因素和垄

断企业因素，深层原因在于追赶战略的决策结构、动力结构和协调结构。 也有学者另辟蹊径，王晓

东和张昊（２０１２）认为作为非政府因素的流通渠道及流通组织也影响统一市场构建，流通改革形成

了“分枝状”的渠道结构，且因为有助于制造商实现价格歧视等原因而在路径依赖中不断自我强

化。 （４）实现路径。 任兴洲等（２０１５）提出以市场机制促进商品和要素优化配置，削弱地方利益和

地方保护的经济动因，按照法治化要求建立有效的市场规则。 刘志彪和孔令池（２０２１）提出要推动

政府目标函数、动力结构和行为方式转型，构建面向国内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竞争机制，中央集权和

地方分权的制衡机制，以及有助于深化区域合作的制度整合机制。
２０１８ 年以后，培育和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问题引起学术界关注。 欧阳峣（２０１９）认为“强大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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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是综合性的概念，主要特征是市场容量巨大、市场供给充分、市场质量优良、市场环境完

善和市场内聚力强。 易先忠（２０１９）强调理解“强大国内市场”不能局限在市场规模和需求质量层

面，要放宽到国内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维度，包括对国内需求的本土供给能力，国内需求引致创新

的能力和国内需求发挥的国际化程度等。 在培育和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路径方面，一是需求侧和

供给侧相结合。 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由需求扩张拉动的，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的长期增长趋势主

要取决于内需增速的变化，影响需求长期增速的既有供给结构问题，也有需求结构问题，长期增长

政策应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郭克莎和杨阔，２０１７）。 从供给侧看，
应该适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满足居民对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多层次需求（徐朝阳、张斌，２０２０）。 二

是整合度和开放度相结合。 刘志彪和孔令池（２０２１）提出尽快形成国内市场一体化、高度开放、充
分竞争和有序运行的格局，通过深化改革消除阻碍统一市场形成的纵向政府治理因素、横向政府

治理因素和垄断企业因素。 盛斌和赵文涛（２０２０）分析了地区全球价值链、市场分割与产业升级的

关系，主张打破地区间市场分割和完善市场竞争环境，从而破解产业升级的困境。
（二）大国发展格局理论：依托国内市场规模构建新发展格局

立足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在分析培育和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路径的基础上，学
者们在开放经济视野下进一步探讨如何发挥市场规模优势，依托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按照

“国家规模特征—国内市场规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线索，核心问题是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和发挥

市场规模优势。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典型的大国

经济发展格局。 自张培刚（１９９２）提出发展中大国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以后，国内

学者对大国经济发展机制进行了长期探索。 欧阳峣（２０１３）提出“大国效应”和“大国内生能力”的
概念，认为大国经济具有市场潜力大、资源总量大、经济规模大以及产品多样性、区域差异性和经

济完整性等特征，可以通过国内需求和资源推动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大国内生能力就是超大规模

国家由于具有资源丰富和市场广阔的优势，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就可以推动经济自主协调发

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２０２０）认为中国经济具有“超大规模性”，这是依据超大规模的人

口、国土空间、经济体量和统一市场所形成的叠加耦合效应；中国人口众多，内需潜力巨大，超大规

模的市场可以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支撑。 在分析大国经济规模效应的基础上探讨大国经济发展

形式，江小涓（２０１０）从总需求角度提出大国双牵引增长模式，通过中国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内需是

总需求的主体，而外需起辅助作用。 欧阳峣（２０１３）选取 ５ 个典型大国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证明

国内市场需求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需求动力，而且发展中大国国内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呈

上升趋势。
通过分析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关系，研究逐步深入到大国经济发展格局问题。 一是从借鉴

国际经验的角度出发，如贾根良（２０１０）借鉴李斯特的国家生产力理论和美国学派的国民经济学

说，认为大国经济崛起需要保护主义战略，中国经济需要实现向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二
是从构建价值链的角度出发，如刘志彪（２００９）认为中国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融入被“俘获”的
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需要依托高速成长的内需市场构建国家价值链，并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

应培育全球价值链链主；三是从发挥经济发展优势的角度出发，如张占斌（２０２０）认为要掌握发展

主动权，就应该发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市场的潜力和作用，依托强大内需增强经济韧性；四是从构

建理论逻辑的角度出发，如黄群慧（２０２１）基于现代化理论的阶段论、模式论和动力论，提出新发展

格局的“阶段—模式—动力”三维理论逻辑，强调新发展阶段通过“自主自强”和“自主创新”驱动

经济现代化。 有的学者探讨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具体路径，陈文玲（２０２０）认为中国有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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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市场的可持续发展红利，有完备的制造业配套体系和供应链，而且中国正在成为具有强大进

口、出口、转口能力的全球性贸易中心，从而提供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杨翠红

（２０２２）提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完备产业链，在亚洲价值链构建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应
当加大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主要抓手，构
建“中国 ＋ Ｎ”的亚洲价值链布局。

从经济循环系统的角度描述以国内需求为主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中国的选择体现了非线性的规律，经历了从选择发展外

向型经济的“跳跃”，最后回归到典型的大国经济发展格局（欧阳峣、汤凌霄，２０２２）。 构建新发展格

局是中国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探索出来的，以自立自强为本质特征的，突破关键核心技

术“依附性”，具有“替代性”的一种经济现代化模式（黄群慧，２０２１）。 中国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

和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时期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创新，其理论贡献在于：（１）超越了以往仅从国

内需求和国内市场为主来分析大国发展格局的观点，研究视角拓展为国内经济循环系统，从而涵

盖了更加全面、丰富和深入的内容；（２）超越了以往将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与国外需求、国外市场分

割开来的观点，更加重视国内循环系统与国际循环系统的联结，特别强调进入国际循环系统的产

业选择和时机选择；（３）超越了以往主要停留在宏观思路上的观点，更加深入地分析形成强大国内

市场的机制，提出了一整套相应的政策思路和措施。

五、 总结和研究深化的方向

（一）总结性评述

自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按照“市场规模优势的绩效—培育市场规模优势—发挥市场规模优势”
的逻辑线索，经济学家长期关注和探索市场规模优势理论。 一方面，国内外学者从内循环和外循

环视角，研究市场规模对技术创新和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 以 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０）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

论描述了封闭经济下创新的规模经济优势，而以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０）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则诠释了国

际分工和出口的市场规模优势。 两支理论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促进、融合发展。 其一，两支理论利

用不同的机制阐释市场规模优势，但基本结论都强调规模效应。 由于大国比小国更加富有的结论

与经验事实相悖，如何定义一个统一的市场范围和精准界定市场规模的边界，是两支理论协调数

理模型和经验事实的关键。 其二，两支理论出现交叉融合发展趋势，在开放条件下考虑市场规模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时，将市场规模的范围由国内市场拓展至国际市场，研究出口市场规模扩张对

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Ａｇｈｉｏｎ 等，２０２２）。 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庞大市场规

模的逐渐形成，中国学者开辟了研究市场规模优势的一个新领域，即探索培育强大国内市场和发

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路径。 一是在寻求经济增长动力的过程中，探索扩大国内需求和形成强大

国内市场，进而培育大国经济新优势；二是在认识国家经济规模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大国经济发展

模式，研究形成大国内生能力和实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进而构建新发展格局。 以上领域的

理论研究实现了中国经济学的创新，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
（二）研究深化的方向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应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市场规模优势理论研究，特别是构建

需求侧和供给侧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分析影响市场规模优势发挥的制度性门槛效应，通过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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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链和价值链的连接，探索培育中国经济发展新优势和国际经济竞争新优势的路径。 在此基础

上的理论创新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边际贡献。
第一，从需求侧和供给侧相结合的视角研究市场规模效应。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供给自动

创造需求的原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创立了需求管理的理论，但是他们主要关注总量均衡。 中

国经济学家不仅主张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相结合，而且强调总量均衡和结构均衡相结合。 怎

样沿着这条思路开展深化研究和系统分析？ 一是根据发展中大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点，纳入市场

规模因素，构建将需求侧和供给侧、总量均衡和结构均衡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实现宏观经济学理论

创新。 二是在这个综合框架下深入分析通过需求机制和供给机制实现市场规模促进大国技术创

新的机制，探索依托市场规模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和选择性进入国际经济循环的路径。
第二，深入剖析发挥市场规模优势的条件和制度性门槛。 事实表明，市场规模在有的国家发

挥作用较好，而在一些国家却不够好，它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只能助推经济增长而没有促进价

值链的攀升。 为此，需要研究市场规模发挥作用的一些条件，通过分析主要相关因素及其影响机

制，准确把握各种自然因素和非自然因素影响市场整合程度和质量水平的方式，在此基础上构建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评价指标体系。 同时，应该重视市场规模优势发挥的制度性条件，寻找阻碍

市场规模优势发挥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因素，特别是具体考察制度性因素影响市场规模作用

于技术创新、出口贸易以及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机制，研究制度环境影响市场规模优势的门槛效应，
进而提出培育和发挥市场规模优势的逻辑思路和应用方案。

第三，系统研究以连接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发挥大国市场规模优势的机制。 构建大国经

济双循环发展格局，内在的深层逻辑就是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的连接问题，即在国内经济循环

中怎样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这根链条在什么条件下实现同国际产业链、创新链的

连接，从而达到“完整性”和“高层次”的目标。 同时，需要拓展研究区域差异性和企业异质性假设

下的本地市场效应，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条件培育大国市场规模优势的机制；探索将技术创新内生

化为产品种类增加和产业质量提升，引入空间区位选择和技能劳动的流动性，演绎超大规模市场

如何通过内循环和外循环提高创新成功率；研究依托国内市场规模虹吸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和创新

资源，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进而培育国际经济竞争新优势的机制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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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１５， Ｎｏ ４， ２０００， ｐｐ １０９１ － １１３５．

１０１． Ｚｈａｎｇ， Ｘ．， ＆ Ｎｉｅ， 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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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ＵＹＡＮＧ Ｙａｏ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４４４）

ＹＵＡＮ Ｌｉ， ＴＡＮＧ Ｌｉｎｇｘｉａｏ （Ｈｕ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４１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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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ｄｅｅｐ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ｍｉｔｈ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ｃｏｐ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ｉｄ －
２０ 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ｕｅｓ ｏｆ “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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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ｔ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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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ｇｉｖｉｎｇ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 ｌａｒｇ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ｉｒ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ｗａｙ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ｃａｌ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ｈ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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